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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浙学开拓 

何俊
1
 

【摘 要】：晚宋以后的两浙朱子学研究是对浙学的开拓。由于朱子学研究不完全是纯思想的哲学分析,具有明

显的思想史特征,因此其研究要素除了思想本身以外,至少还包括地域、时间两个维度所涵摄的若干内容,实际研究

需要依据问题作出相应取舍。同时,政治与朱子学构成了重要的基础性关系,由此切入的研究需要依据思想周期作长

时段的分析。 

【关键词】：朱子学 浙学 研究要素 

长期以来,关于浙学的研究聚焦于宋代事功学、明代阳明学与清代浙东史学,而忽于朱子学的专题研究。由于南宋的政治与

文化中心在临安,明代的立国之本也与浙江具有重大关系,尤其在北山一系的后续发展中,作为朱子学正统嫡传的金华朱子学与

明代意识形态和学术主流的建立具有着内在关联,因此两浙朱子学的考察无论是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还是浙学的开拓,都具有重

要的价值。但是由于朱子学的研究不完全是纯思想的哲学分析,而是涉及后朱熹时代的整个儒学运动,思想史的研究特征相当明

显,有必要对相关的研究要素作一些梳理。 

一 

庆元党禁在朱熹去世后两年(1202 年)开禁,此后在朱学、陆学、浙学的学派调合中,朱子学呈现出融会陆学与浙学而胜出的

态势。也许思想巨子之后思想出现裂变是一个常态,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也是如此。朱熹一生讲学,虽以闽中为主,但门徒分布仍

然很广,清初极力推崇朱子学的重儒李光地的孙子李清馥在意在表彰闽中朱子学的《闽中理学渊源考》中尝指出朱子门人的广泛

性:“在闽中者二百余,在吴越、江右、楚黔者亦二百余。”(1)即便是著名者,分布也很广。晚宋黄震就列举了一批人: 

如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

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弟。(2) 

事实上,至晚宋朱学再传、三传时,朱学实已遍及南宋各地。如果延至元朝,更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了。 

如何来梳理这一复杂的朱子学传衍,从而呈现出朱子学的丰富性,一直以来便是困难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自然就是以地

域为依据来进行梳理,前引黄震与李清馥所言,表明自宋至清的一贯做法就是如此;同时辅以师承,按照谱系的观念进行梳理。概

言之,地域与师承是研究朱子学的两个天然要素。不过,自黄宗羲撰《明儒学案》,虽然他仍然是以地域与师承来建立大的框架,

但他很明显地将自己的思想立场放了进去,力求以思想的特质来构成他对明代儒学的理解。尽管黄震以来,思想也无疑是重要的

叙述内容,但黄宗羲显然是将思想的要素摆在第一位。地域与师承的要素没有抛弃,但似乎已降至为梳理的方便而已。 

黄宗羲原拟贯彻他的思想史方法于宋元儒学,但由于工作仅限于开端,黄宗羲的这个思想史路径在现存的《宋元学案》中没

有能够完全得到实现,全祖望的续修增补根本上使得《宋元学案》成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史著作,而与思想家的思想史著作《明儒

学案》有了显著的区别。作此区别,决无贬低全祖望的工作之意。客观地看,尽管偏重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史著作,全祖望终究是一

个极有识见的历史学家,他仍然希望可以在事实层面上尽可能提供史料、梳理清楚脉络的同时,能够进入到思想层面的判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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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对晚宋的朱子学作有这样的说明: 

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

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3) 

由此而将浙江的朱子学提升为朱子学的正统。但是,要将朱子学的思想实际展开与地域、师承的要素达成完全匹配,实际上

总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一定要使之相合,则不免于材料上左支右绌,漏洞百出。有鉴于此,我在十多年以前讨论南宋后朱熹时代的

朱子学时,曾尝试着跳出师承、地域等外在的限制,直接以思想的特质将晚宋的朱子学勾勒成“思想的形态化及其向生活落实”、

“思想的政治化”、“思想的学术化”所构成的思想画卷。(4) 

现在回头来看,一方面,我仍然以为自己关于晚宋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的这个认知分类大致是可靠的,也是有益的。另一方面,

我又深知这个勾勒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问题。最显见的是,晚宋朱子学的推进虽然有此三个明显的维度,以及具体到每个朱子后学

中人也有三维度中的明显取向,但取向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充其量只是轻重。比如我把黄榦、陈淳都归于第一个维度,即“思想的

形态化及其向生活落实”,这固然是成立的,但决不等于说他们在“思想的学术化”方向上没有建树。 

无论是具体的朱子后学个体,还是整个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我的分析框架所示的三个维度事实上都是交叠而错综复杂的。

换言之,分类的图象虽然有助于认识的清晰,却是以丰富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如果把晚宋朱子学的认识延拓至元代,问题就变得更

加复杂。由此,似乎颇能理解全祖望在增补《宋元学案》时为什么要以师承为统绪,辅以区域,虽然这确实是学案体的体例所至,

却也实在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以上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实际上是指出,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研究至少有三个要素是必须考虑的,一是师承,二是地域,三

是思想。师承构成了朱子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尽管师承不足以保证思想获得可靠的传衍,况且从道不从人的观念自始便是宋

代理学的精神,整个宋代理学本身也宣称是在孔孟之道湮没千载后的接续,但是师承构成了学术传衍的客观维系,同时这种维系

也是朱子学在时间上展开的见证。地域与师承的时间性相比,在传统的研究上大体只是空间的提供,少有其它的思想涵义,比如特

定的场域对于思想的影响等。 

但是,思想的传播既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场域。在传统时代,场域的影响几乎是与师承完全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在师承、

地域、思想三要素中,相对而言,思想的要素似乎显得要虚许多,这个虚,主要是指它的呈现方式。但是,在后朱熹时代,思想比以

往是要实体化很多了,因为印刷技术的普遍已使得书本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换言之,思想以书为载体,实现了它对师承

与地域的实破。也许可以反过来理解,正是由于书本的流播极大地挑战了师承与地域,因此师承与地域进一步固化以回应挑战。

后来清儒总是要讲宋学中的门户标榜,党人习气,想来也决不是无来由的。 

二 

一旦观察与分析思想史的基本要素达到三项,它的认识复杂度便会骤然巨增,如果再考虑到思想史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

关系是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有效解释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想有效理解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势必在三项

基本要素中有所偏重。近年来的思想史研究比较明显地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尤其是宋明以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希望通

过士人社群的家族与宗族关系、师承与学侣关系、仕宦与交游关系的梳理来呈现思想流变的因果关系。 

这对于思想史的认识无疑是颇有助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的梳理终究无法替代思想的阐明。换言之,在思想史的研究中,

上述朱子学研究的基本三项要素,思想的维度是最不应该缺失的,否则便不成为作为思想史的朱子学研究。因此,如果必须有所取

舍,似乎只能在师承与地域二者中作轻重的处理。依我的考虑,如何处理这二者,取决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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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朱子学作类似切片式的研究,即限定在一个相对短的具体时段,比如朱熹的及门弟子与二传弟子,那么地域要素应该

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由此考察朱子学在不同地域的传衍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如果对朱子学作长时段的考察,即由及门弟

子而延至后来数代人的流变,那么应聚焦于师承为宜,以便彰显传承中所展开的丰富性。 

事实上,两者之间的选择,又极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研究对象的内涵。如果分析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是作为整个南宋儒学的

一个波段,就会倾向于选择前者,以地域为背景来进行思想类型的切片式分析,比如我在《南宋儒学建构》中所做的那样。 

但是如果专以后朱熹时代的朱子学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容易考虑后者,可以以长时段的观察作为重点,将后朱熹时代延展至

整个元代,置朱子学于一个长时段进行观察,而将空间聚焦于两浙地区,但又仅以此空间为背景,而不是将空间作为思想史的分析

要素,从而将整个考察聚焦在师承与思想这两个要素上,避免多要素的渗合而导致类型交叉所带来的无法掌控的复杂,甚至混乱。 

所谓师统,便是师承的展开;所谓学统,则是思想的传承。当进入长时段的考察中,会很自然地发现,思想的传承一定会发生延

异,而固化的师统必无法笼罩思想的溢出,因此学统与师统之间的张力与紧张,乃至矛盾与冲突,自然接踵而至。处于这种关系中,

朱子学的每一代学人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与关注不同而形成了迥异的思想风格。 

总的来说,事实与常理还是比较相近的。比如依常理,离朱子越近,师统应该越足以成为学统的保证,事实上也近乎如此,比如

朱子的及门弟子辅广与陈埴;或者虽然隔了二代,但师承清晰者,也有益于学统的延续,抑或思想的保守性坚持,比如同为三传的

赵顺孙与车垓。相反,离朱子时代已远,师承多源又经过了一番自我研判而皈依朱子者,应该容易倾向于学统独立于师承,黄震与

王应麟便佐证了这一点,与此相应,思想的新创也往往开始萌生。当然,事实与常理如果总是如此合若符节是不可能的。 

比如北山一系的传承中便呈现出了师统与学统的复杂性,北山一系的师统是清晰可靠的,但他们在思想上的突破反而使他们

的学统与普遍师统正确的朱子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可以说,仅就宋元两浙朱子学为例,已足以表征朱子学的复杂性。事实

上,这仍然还是仅限于师统与学统两个要素的观察,地域要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介入。如果进一步向内(两浙内部的亚区域)、向

外(两浙与闽中、江右、楚黔)展开,宋元朱子学的复杂性无疑更为彰显。 

毫无疑问,决无必要疑虑这种复杂性的存在。从价值评判的意义看,这种复杂性毋宁是朱子学丰富性的实现;从思想洪流的进

程看,这样的丰富性既是思想的展开,也是思想转向新境的准备。更何况,这种丰富性的呈现,在极大的程度也是研究偏重于分析

的取径所至。宋元两浙朱子学所呈现的丰富性终究可以被涵摄于师承与思想的纽结中,如果取以综合的考察。 

三 

当然,当我这样说时,明显地隐含了考察朱子学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即政治。朱子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况

且所谓的政治,恰恰也是与呈以士人社群与仕宦党群的师统、地域,以及与政治正确相纠结的学统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尤其是,南

宋以临安为都,两浙朱子学与宋廷基于地缘而产生的互动,往往是超出今人由有限的史料所窥知的。专门将政治作为分析朱子学

的一个重要要素提出来,是因为一旦将政治的要素作为一个分析的重要因素时,时间的要素是我想作进一步讨论的。 

当我们从时段上来进行思想史的分析时,很容易受到断代史研究的影响,但其实是可以尽量摆脱一点,从思想史本身与政治

的关系对思想史的周期性程度的影响来考虑时段的划定。我在前文中,用“思想洪流”这个词来比喻思想蕴涵的丰富性,其实便

有着思想史的周期性的考量。就朱子学而言,这是一个尤其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朱子学成为晚宋以降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的

主流,并不仅限于宋理宗,以及后来的元代,而与明清两朝都有着重要的关系。自然,这决不是意谓着要将整个明清两朝都括入其

中,而是强调要尽量从朱子学自身的周期性来划定时段。 

这里,斯波义信先生关于宋代以降的时段划分是极富启发的。他在考察宋代江南经济时,依据上升、平衡、下降之类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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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理论,将考察的时段从宋朝开国一直下延到明初,分成七个时期: 

第一期 960—1030年代,开拓疆土的开国期; 

第二期 1030年代—1060年代,上升开始发动期; 

第三期 1060年代—1127年,上升期; 

第四期 1127—1206年,实质性成长期; 

第五期 1207—1279年,下降始动期; 

第六期 1279—1367年,下降期; 

第七期 1368—1421年,上升始动期。 

他的整个时段选择与分期划分是多方参照了政治变迁和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比如下限划在 1421年,便是因为这一年明朝迁

都北京。(5)显然,这一年不仅对江南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两浙的朱子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朱元璋取得天下,

与金华士人社群是具有重要关系的。方孝孺的殉难是否意谓着启动了两浙朱子学的下降期,乃至为后来浙中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提

供了某种思想空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对于两浙朱子学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言,两浙朱子学由于所涉内容的复杂,导致决定此一领域的研究要素具有着多维性与交叉性。任何一个学者的具体研

究很难既笼罩整个全局,又能作充分的展开。选择师统与学统的调适这一视角,分析两浙朱子学的活动,可以有益地打开朱子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面相,同时又足以引发我们对朱子学研究要素的进一步思考。 

我将自己获得的启发尝试着说出,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师统与学统的调适所选择的研究视角指向的研究要素,另一方面更是为

了说明由这样的研究所蕴藏着的两浙朱子学的其它研究要素。至于两浙朱子学的研究对于浙学的开拓,则因为两浙朱子学的展现

而更显得直接,浙学的研究内容将难以再简单归约为南宋事功学、明代阳明心学、清代浙东史学。 

当然,如果回到我对朱子学研究要素的分析,从浙学研究的推进而言,考虑到政治制度规定的变化与权力的实际运行在传统

中国是决定思想的重大要素,我很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在现有师统与学统研究的基础上,由政治与思想切入,再对宋明的两浙朱

子学作出专题研究,从而与师统、学统的专题研究构成双璧。 

注释： 

1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 26《文肃黄勉斋先生榦学派》。 

2《黄氏日抄》卷 40《读勉斋先生文集》。 

3《宋元学案》卷 86《东发学案》。 

4《南宋儒学建构》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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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80～82页。 


